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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公众的社会、经济特征( 如性别、年龄及教育程
度等) 对环境关心的影响，而忽视所在社区宏观变量和环境关心的关系。本
文试图通过运用二层线性模型对公众的环境关心进行个人层次和城市层次
的分析。尽管多数环境关心的方差存在于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中，但是我
们发现仍然有 5%的显著方差可以被城市层次的变量所解释。分析结果表
明，在个人层次，年龄、收入、教育水平及性别和环境关心有显著关系; 在城市
层次，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城市类型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环境关心无显著
关系，但所在城市的第一产业比例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与环境关心有相关关
系:第一产业的比例越高，所在城市的平均环境关心水平就越低，而城市工业
烟尘排放量越大，所在城市的平均环境关心值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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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学者围绕公众环境关心及其相关议题的研

究很多，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取向。
第一种取向是关注对环境关心本身的测量问题。由于对环境关心

的定义和概念操作缺乏共识，使得研究者对环境关心究竟是单一维度

还是多维度有很大分歧( Dunlap ＆ Jones，2002; Xiao ＆ Dunlap，2007;
Marquart-Pyatt，2008; Guber，1996 ) 。例如，一些学者认为环境关心可
以用新生态范式(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量表来测量( Dunlap et al．，
2000) 。在中国 2003 年综合社会调查( 以下简称 CGSS2003 ) 问卷中，
洪大用引入了这一量表并把它看作测量公众环境关心的一个重要指

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环境关心应该包括多个维度的测量( Xiao
＆ Dunlap，2007; Guber，1996) 。但无论是单维度还是多维度的测量均
把新生态范式量表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本文的目标不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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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关心的维度多少问题，因此在这里用新生态范式量表作为衡量环

境关心强弱的重要工具。
第二种取向是就环境关心的个人层次的社会、人口及经济差别进

行分析。例如，年龄、性别、收入、居住地及政治派别等变量对环境关心
的影响 ( Van Liere ＆ Dunlap，1980; Jones ＆ Dunlap，1992; Davidson ＆
Freudenburg，1996) ，这些研究者试图比较上述哪些因素对环境态度有
着更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 Dietz et al．，1998) 认为
单纯的社会人口变量不会对环境关心有很强的解释力，应该加入社会

心理变量，例如，用价值观和信仰去解释环境关心，才更有说服力。在
各国环境关心的比较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把一些宏观层次的

因素考虑进来，例如，国民生产总值( GDP) 或当地的污染程度对环境
关心是否有影响( Bechtel et al．，2006) 。格力森( Gelissen，2007 ) 运用
世界价值观问卷( World Values Survey) 和欧洲价值观调查( European
Values Study) 的数据对环境支持度作了多层分析。
第三种取向是把环境关心作为环境友好行为的直接或间接预测变

量。例如，行为理论家奥李格和凯特斯嘉瑞( Oreg ＆ Katz-Gerro，2006)
认为环境关心和其他变量一起作用于人们的环境行为的动机获得，最

终影响到环境友好行为。另外，在价值—信仰—规范理论( Value-Be-
lief-Norm Theory) 中，斯特恩( Stern，2000) 把新生态范式作为引发各种
环境友好行为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此外，在阿真( Ajzen，1991 ) 的计
划行为理论中(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环境态度也是通过影响环
境行为的动机而作用于环境行为。
上述关于环境关心三个主要方面的研究多数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下

展开的，缺少对非西方社会，尤其像中国这样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社会

的研究。再者，虽然也有一些关于环境议题的多层分析，但这些研究主
要集中在不同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差别分析，而缺少对同一个国家

不同城市之间及其内部的比较。本文的目的是延续第二种研究取向，
试图基于 CGSS2003 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公众的环境态
度做一个多层分析，了解环境关心在个人层次的社会、经济、人口特征
以及个体所在城市的宏观经济和环境特征的影响。由于 CGSS2003 问
卷包括了所调查城市的代码，所以我们在 2003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抽取了相应的变量，组合成一个具有镶嵌结构的数据，即包括个人和

城市层次( 如人均 GDP，第一产业占 GDP的比重) 变量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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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与假设

迄今为止，关于环境关心的研究不仅从个人层次来解释而且还从

国家层面来研究环境态度是否存在国家间差别。就个人层次而言，主
要是对环境关心的社会、人口、经济特征的差别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可以概括为 5 个主要假设的检验。
第一个是年龄假设。西方研究结果显示年轻人比年老的人有着更

多的环境关心( Van Liere ＆ Dunlap，1980，Fransson ＆ Grling，1999) 。
他们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 一方面是从社会化的角度出发，即年轻人

比年老的人更不容易整合到主流价值观中，而主流社会往往认为环境

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极端的、对社会有害的，因此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
支持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出发，由于大众

传媒的发展使得年轻人比年老的人更容易接受关于环境的信息。然而
这些研究结果并不一定适合非西方国家，比如，沈和塞尤( Shen ＆ Sai-
jo，2008) 在上海的调查得到的就是相反的结论: 年老的人比年轻人有
着更多的环境关心。洪大用和肖晨阳( 2007) 根据 CGSS2003 数据的路
径分析表明，当控制了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时，年龄对环境关心没有

显著的直接作用，但总的效果还是有显著意义的。
第二个是性别假设。20 世纪 70、80 年代人们围绕环境关心的性

别差异所做的研究较少，但 90 年代以后逐渐增多起来，但研究缺乏一
致性的结论。多数西方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比男
性有着更多的环境关心( McStay ＆ Dunlap，1983; Mohai，1992; Hunter et
al．，2004) ，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男性比女性有着更多的环境关心
( Arcury ＆ Christianson，1990; Hayes，2001 ) 。在这些研究中，很多研究
者倾向于用社会化和社会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来解释性别差异。而最
近的中国调查分析表明，中国女性不一定比男性有更多的环境关心

( Shen ＆ Saijo，2008; 洪大用、肖晨阳，2007; Xiao ＆ Hong，2010) 。
第三个是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这一假设认为教育和收入对环境关

心有正面影响，即教育程度和收入越高，环境关心越强。一个可能的解
释来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Maslow，1970 ) ，该理论认为人们只
有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要求

良好的环境或自我价值的实现。教育对环境关心的正面影响已经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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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Scott ＆ Willits，1994; Howell ＆ Laska，1992) ，但
收入和环境关心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西方少数学者的研究
( Buttel ＆ Flinn，1974) 发现，收入越高，环境关心越强，但多数研究表
明收入和环境关心无显著相关( Dunlap ＆ Van Liere，1978) 。然而沈和
塞尤( Shen ＆ Saijo，2008) 基于上海调查得来的数据表明收入和环境关
心呈正相关，尽管它们之间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第四个是居住地类型假设。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环境关

心，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城市居民更可能接触到环境恶化问题

( Dunlap ＆ Van Liere，1978; Fransson ＆ Grling，1999 ) ，例如，城市的空
气或水污染比较严重，因此城市居民对环境更为关心。另外，城市居民
有更多渠道获得关于环境的信息。由于 CGSS2003 问卷没有在农村实
施，所以我们无法对城乡的环境关心进行对比。但我们根据问卷把城
市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地级市及以下，第二层是省会城市，第三层

是直辖市。我们假定居住城市等级越高的人有着更多的环境关心。这
一假设在早期研究中更多是运用 OLS 回归来验证。在这里由于运用
了多层回归，所以我们把这一假设放在城市层次进行验证。
第五个是政治取向假设，该假设认为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有

着更多的环境关心。邓拉普( Dunlap，1975) 提供了三种可能解释，一是
环境改革往往被工商业人士所反对，二是环境改革需要政府的广泛参

与和管理，三是环境改革需要有创新行动。传统的美国共和党保守人
士往往倾向于维护工商界的利益，偏好“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
不喜欢快速的社会变迁。因此他假设民主党或自由主义者比共和党或
保守主义者有着更多的环境关心。由于 CGSS2003 问卷并没有这样的
政治分类，因此根据中国实际，我们把受访者分为“党员”和“非党员”。
初步统计分析表明在“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并不存在环境关心的显
著差别。
上述 5 个关于环境关心之社会人口差异的假设是从个人层次来解

释环境关心的，但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从更加宏观的层次，如国家层

次，来说明在控制了个人层次的变量后，一些宏观变量对环境关心也有

重要影响。概括起来共有三种假设:
第一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假设。英格尔哈特( Inleghart，1995，

1997) 认为当社会逐渐富裕起来后，公众从原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促进了他们环境关心的提高，使得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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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参与或支持增加。与“物质主义价值观”关注基本物质需求不
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生活质量、自我表达和环境保护，并认为发
达国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来源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
但是当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1995) 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验证“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一些
发展中国家民众也有着较高的环境关心，因此他修正了原来的假设，认

为公众环境关心的提高是主观价值( Subjective Values，即“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 和“客观问题”( Objective Problems) 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是“客观问题”假设。这里的客观问题主要指环境问题，例如

城市的空气或水污染。该假设建立在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型之
上: 落后国家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促使其民众有着更多环境关心，从而

投入更多精力和金钱到环境保护之中。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1995 )
认为，那些落后国家的民众之所以有较高的环境关心或意识，是由于他

们感觉到他们的国家或地区有着实实在在的环境问题，尽管他们还处

在“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另外，不少研究在对环境关心进行多维度
建构时，都预先假设环境关心包括了污染驱动这一维度，但这些研究缺

少对该预设的实证支持( Guber，1996; Carman，1998) 。
第三是地区或国家富裕程度假设。该假设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变得富裕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因此环境关心的高低

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呈正相关( Franzen ＆ Meyer，2010;
Diekmann ＆ Franzen，1999) 。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1995 ) 认为富裕地
区或国家往往环境问题比较少。格罗斯曼和克鲁格( Grossman ＆ Krue-
ger，1995) 也证明了一个国家越富裕，其环境保护就做得越好，因为富
裕国家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去保护环境。另外，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
来看，环境质量不仅是一个公共产品，而且对其需求也会随着收入的增

加而增加。
一些西方学者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证( Franzen ＆ Meyer，2010; Ge-

lissen，2007) 。除第二个“客观问题”假设外，对另两个假设都存在着针
锋相对的争执。针对第一个“主观价值假设”，布里金和克普顿
( Brechin ＆ Kempton，1994) 指出，发展中国家草根环境组织的兴起和
跨国公众意见调查数据清楚地表明，环境关心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而

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这一论断间接反驳了环境关心是后物质
主义价值观转型的产物。但弗兰真和梅耶( Franzen ＆ Meyer，201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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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力森( Gelissen，2007) 通过多层分析发现环境关心和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有显著的正相关。针对第二个“富裕程度假设”，邓拉普和默提
( Dunlap ＆ Mertig，1997) 根据健康地球调查( Health of the Planet Sur-
vey) 的数据发现环境关心和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无关，并进一步指出
尽管环境关心有多种测量指标，但总的来说环境关心的多数指标和人

均 GNP呈负相关。虽然弗兰真和梅耶( 2010) 以及格力森( 2007) 发现
人均 GDP和环境关心存在显著相关，但这两个研究发现的相关方向并
不一致。前者利用 1993 到 2003 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 Interna-
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发现人均 GDP和环境关心存在正相关，而
后者运用世界价值观和欧洲价值观问卷数据发现人均 GDP 和环境关
心存在负相关。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在环境社会学领域，国家或地区的富

裕程度、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个人的社会及经济特征等是否和环境关心
有显著关系，仍然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从研究层次来看，多数研究
集中在验证一些微观层次的假设，虽然有些研究把微观和宏观层次结

合起来，但由于他们使用的是跨国收集而来的数据，这些国家的文化、
语言和背景不一可能使得他们的数据质量不如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收集

不同地区之间的数据来得可靠。即使是一些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是
否能应用到在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与西方社会有着很大差异的中
国仍是一个疑问。CGSS2003 数据( 城市部分) 是目前所知第一次针对
全国城市居民环境态度和行为的严格抽样调查，结合我们从 2003 年城
市统计年鉴收集而来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验证上述假设

的机会。在个人层次和城市层次，我们各自提出了 4 个假设。
假设 1: 个人的收入越高，其环境关心值就越高。
假设 2: 个人教育水平越高，其环境关心值就越高。
假设 3: 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多的环境关心。
假设 4: 年纪轻的人比年纪老的人有着更多的环境关心。
假设 5: 城市等级越高，其平均环境关心值就越高。
假设 6: 所在城市后物质主义平均得分越高，其平均环境关心值就

越高。
假设 7: 所在城市环境污染越严重，其平均环境关心值就越高。
假设 8: 所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平均环境关心值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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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和方法

为验证上述假设，我们所建立的总数据库里包括了 2 个数据集。
第一个数据来源是 2003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共同收集
的关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的数据。该数据调查了中国大陆 22
个省和 3 个直辖市，共 72 个地级以上的城市。① 问卷分为两个部分: A
部分和 B部分。问卷 A 包括受访者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家庭
成员的生活历程，问卷 B包括受访者的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A 部分
随机样本数是 5980 人，有效样本 5894 人( 问卷有效率 98． 6% ) 。其
中，B部分由于一些技术原因没有在吉林省，广东省，黑龙江省虎林市、
双鸭山市宝山区、青冈县，湖北省郧西县、竹溪县、当阳市和黄冈市黄州
区做调查，因此问卷 B部分的有效样本数是 5073。数据收集是通过调
查员的入户访问获得的，由于缺失样本量相对于总样本比例只有

15%，一些学者认为对分析结果影响不大( 洪大用、肖晨阳，2007) 。对
问卷中一些变量的缺失值，我们用均值替代。问卷 B 部分中男性占
48． 2%，女性占 51． 8%，被访者平均年龄为 43 岁，平均受教育水平为
高中。第二个数据来源是 2003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我们收集了每个
受访者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指标。

( 一) 变量及其操作化

环境关心的测量有从一维到多维的多种指标( Dunlap ＆ Jones，
2002) 。本文采用新生态范式( NEP) 量表对环境关心进行测量。NEP
量表包括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 15 项问题。洪大用在 2003 年首先引入
了这一量表，但他认为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删除其中的第 4 和 14
项，这样可以明显改进量表的效度和信度( 洪大用，2006 ) 。统计检验
表明，删除这两个项目后该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
的值为 0． 733，可以看作是单一维度的累加量表。因此我们把剩下的
13 个项目的值相加，就得到了关于环境关心的取值，这是一个连续变
量。量表中 1、3、5、7、9、11、13、15 项是正向问题，被访者越是表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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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计算城市层面指标时，北京、上海、天津由于缺乏所辖各区的数据，我们采用的是全市
数据，其余均采用地级市的数据。



意，表明环境关心越强，所以我们把回答“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
不清 /不确定”、“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分别赋值为 5、4、3、2、1。对
项目 2、6、8、10、12 等 5 个负向问题，受访者越是表示同意，表明环境关
心越弱，所以我们把回答“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 /不确
定”、“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分别赋值为 1、2、3、4、5。
对个人层次的变量我们分别做了如下处理: 年龄是连续变量。性

别被赋值为: 0，女; 1，男。收入以万元为单位计算。我们对教育程度做
了如下赋值: 未受过正式教育的为 0; 小学、私塾为 6; 初中为 9，高中
( 职高、中专) 为 12; 大专是 15; 本科是 16; 研究生及以上是 19。
城市层次的变量包括下列几个方面。所在城市受访者的后物质主

义价值观平均得分: 为了测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我们设计了 8 个选
项，要求被访者从中选出 4 项他所赞成的应予优先考虑的目标。这 8
个项目是: ( 1) 保持社会秩序和安全; ( 2) 政府作出重大决策时，应该更
多地倾听人民的意见; ( 3) 控制失业，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 4) 保障言论
自由; ( 5) 确保后代人能够拥有美好环境和充足资源; ( 6 ) 大力发展科
学技术; ( 7) 提高当代人的生活水平; ( 8) 反思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
响。我们的设计是，选择上述 2、4、5、8 项者被看作是后物质主义者。
选择这 4 项中任一项得分为 1，否则为 0 ( 总分为 4) 。受访者的居住地
类型分三类: 1，地级市及以下; 2，省会城市; 3，直辖市。宏观经济指标
有两个: 一是以各个城市的人均 GDP 反映所在地区的居民富裕程度;
二是第一产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根据 2003 年国家统计局的定
义，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环境指标有三个: 一是所在城市的
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三是工业烟尘排放量。关
于上述个人和城市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参看表 1。

( 二) 分析策略

由于我们收集的数据具有镶嵌结构，个人层次的数据从属于受访

者所居住的城市，再结合上述假设，所以本文运用分层线性模型( Hier-
archical Linear Models) 来估计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所在城市变量
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分层线性模型不仅可以对各层次之间的效应建立
模型并进行假设检验，而且还能分解各层次间的方差和协方差( Rau-
denbush ＆ Bryk，2002) 。我们的分析采取如下 4 个步骤。第一步，我们
估计了随机效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即这一模型无论在个人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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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个人和城市层次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个人层次变量 样本数 = 5073

环境关心 连续变量 47. 35 6. 91

年龄 连续变量 43. 51 13. 18

性别 男 = 1，女 = 0 . 48 . 50

收入 万元 1. 00 1. 28

教育程度 连续变量 10. 43 3. 69

城市层次变量 城市数 = 72

居住地类型
1 =地级市及以下; 2 =省会城市;
3 =直辖市

2. 26 . 83

人均 GDP 连续变量( 单位为元) 18559. 57 11775. 44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连续变量 1. 37 . 14

第一产业占 GDP的比重( % ) 连续变量 16. 08 9. 61

工业废水排放量 连续变量( 万吨为单位) 12025. 05 15043. 86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连续变量( 吨) 36283. 34 73701. 82

工业烟尘排放量 连续变量( 吨) 36792. 59 40820. 01

注: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 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量: 企业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排入空气的二氧化硫量; 工业

烟尘排放量: 企业厂区内的燃料燃烧产生的烟气中夹带的颗粒物的量。

城市层次都不包括任何解释变量。
个人层次: Yij = β0j + rij ( 1)
城市层次: β0j = γ00 + u0j ( 2)
这里，Yij是因变量，它是第 i 个受访者在第 j 个城市所得到的环境

关心值。β0j是 j城市的平均环境关心值，误差项 rij的方差是组内变化
( σ2 ) 。γ00代表了总的平均环境关心值，误差项 u0j的方差是组间变化

( τ200 ) 。该模型的目的是分解出在个人层次和城市层次的方差各自是
多少，而且可以允许我们计算出组内相关系数( ICC: intra-class correla-
tion coefficient) 。组内相关系数 = τ200 / ( τ

2
00 + σ2 ) ，该系数越高，就说

明城市层次的变量能解释更多的总的方差，反之就说明个人层次的变

量更能解释总的方差。
在确立这一基本模型后，我们逐步增加一些个人与城市层次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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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到模型中。第二个模型包括了所有个人层次的变量，但没有加入城
市层次的变量，而且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假定是固定的。在第三个模型
中我们加入了各个城市受访者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的平均得分。在
第四个模型中，我们加入了经济发展指标和城市类型。在最后一个模
型中，我们加入了城市层次的所有变量。多层线性模型有几种类型，这
里我们选择随机截距模型。在随机截距模型里，每组的差别是根据因
变量的平均值来变化的。随机截距是惟一的组效应，个人层次的每个
回归系数在这些模型里面都是固定的，因此我们最后的完整模型包括:

个人层次: Yij = β0j + β1j ( 性别) ij + β2j ( 年龄) ij + β3j ( 收入) ij +
β4j ( 教育程度) + rij
城市层次: β0j = γ00 + γ01 (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 γ02 ( 城市类型)

+ γ03 ( 第一产业占 GDP的比重) + γ04 ( 人均 GDP) + γ05 ( 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量) + γ06 ( 工业废水排放量) + γ07 ( 工业烟尘排放量) + u0j

其中，β1j = γ10 ; β2j = γ20 ; β3j = γ30 ; β4j = γ40。
在完整模型里，β0j表明了城市层次的变量对第 j 城市的平均环境

关心值的影响，而个人层次的社会、经济回归系数被假设为固定的，即
不包括城市层次的变量和随机误差。数据分析使用的软件是 HLM 软
件( 版本 6. 08) ，该软件运用完全最大似然法估计各个参数值。

三、结果和讨论

对环境关心的多层分析结果见表 2，第 1 列包括固定效应和随机
效应的系数，第 2 列到第 6 列分别是模型 1 到模型 5。
模型 1，两层的完全无条件模型，可知总的方差有多少是分别可以

被个人和城市层次变量解释的。我们可以看到对层一效应的方差点估
计是 45. 42，远远大于层 2 的方差估计( 2. 41) 。ICC 的值为 0. 05，也说
明环境关心差异的 5%是由于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分析发
现，层二的方差估计其实就是对各个城市环境关心得分的方差进行分

析，如果各个城市环境关心的平均得分没有显著差别，那么对层二方差

的卡方统计检验应该是不显著的，然而结果表明对层二方差的检验是

显著的，卡方值为 324. 27，自由度为 71。这表明不同城市的环境关心
可以从个人层次和城市经济、环境的特征方面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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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多层模型的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固定效应
系数
( 标准误)

系数
( 标准误)

系数
( 标准误)

系数
( 标准误)

系数
( 标准误)

截距 47. 18＊＊＊ 46. 69＊＊＊ 47. 45＊＊＊ 48. 70＊＊＊ 49. 06＊＊＊
( . 214) ( . 216) ( 1. 744) ( 1. 789) ( 1. 782)

个人层次变量
性别 1. 32＊＊＊ 1. 32＊＊＊ 1. 33＊＊＊ 1. 33＊＊＊

( . 222) ( . 222) ( . 182) ( . 224)
年龄 － . 02＊＊＊ － . 02＊＊＊ － . 02＊＊＊ － . 02＊＊＊

( . 008) ( . 007) ( . 007) ( . 008)
收入 . 29＊＊＊ . 31＊＊＊ . 3＊＊＊ . 3＊＊＊

( . 105) ( . 105) ( . 096) ( . 102)
教育程度 . 56＊＊＊ . 57＊＊＊ . 57＊＊＊ . 57＊＊＊

( . 034) ( . 034) ( . 027) ( . 034)
城市层次变量

后物质主义价 － . 55 － . 25 － . 67
值观 ( 1. 289) ( 1. 23) ( 1. 281)
城市类型 － . 26 － . 15

( . 324) ( . 314)
人均 GDP － . 25 － . 23

( . 223) ( . 229)
第一产业占 － . 08＊＊＊ － . 08＊＊＊

GDP的比重 ( . 025) ( . 025)
工业废水排放量 － . 07

( . 2)
工业二氧化硫排 － . 34
放量 ( . 22)
工业烟尘排放量 . 21*

( . 122)

随机效应
方差成分
( 卡方值)

方差成分
( 卡方值)

方差成分
( 卡方值)

方差成分
( 卡方值)

方差成分
( 卡方值)

城市平均环境关心 2. 41 1. 68 1. 69 1. 38 1. 38
( 324. 27) ( 280. 61) ( 279. 55) ( 235. 58) ( 222. 07)

层一效应 45. 42 39. 85 39. 85 39. 86 39. 85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模型 2 中，我们加入了 4 个个人层次变量，结果与假设相符，但和
西方类似的研究结果有一些区别。个人收入和环境关心有正相关关系
( b = 0. 29) ，该结果和国内以前的研究有差别( 洪大用、肖晨阳，2007) 。
这种差别与所用方法有关，在洪大用和肖晨阳( 2007 ) 文中，环境知识
这一中介变量被引入到回归方程中。教育程度越高，环境关心得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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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b = 0. 56) 。和西方研究相比，我们发现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环境
关心，而且和别的变量相比，性别对环境关心有更大的影响( b =
1. 32) 。最后，我们发现年轻人比年老的人有更多的环境关心( b = －
0. 02) 。从模型 2 中，我们发现加入个人层次的变量后，层一和层二的
方差分别减少到 39. 85 和 1. 68。格力森( Gelissen，2007 ) 在研究不同
国家的公众环境支持度时发现，个人层次的变量不仅能够解释个体的

环境支持度的差别，而且还能解释公众环境支持度在城市之间的差异，

他把这一效应称为复合效应。同样的，在模型 2 中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复合效应的存在，因为加入个人层次的变量也解释了不少城市层次的

方差。
模型 3 中，我们加入了城市平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变量，该变

量和环境关心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分析发现，在控制个人层次的变量

后，各个城市平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影响( b =
－ 0. 55，p值 = 0. 699) ，但个人层次的变量和模型 2 基本相同。这一点
从方差消减的比例中也可以看出来，模型 3 和模型 2 在个人和城市层
次的方差基本一样，分别是 39. 85 和 1. 69。这也说明加入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这一变量对解释城市的平均环境关心方差基本没有影响。该结
论和西方研究有所不同，与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1995) 根据西方发达
国家调查得到的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向促进环境关心

提高这一假设不相符合，也与格力森( Gelissen，2007 ) 对公众环境支持
的多层分析的结论不一致，他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越高的群体有着

更高的环境支持度。
模型 4 中，我们加入了城市层次的 3 个经济发展指标: 城市类型、

人均 GDP、第一产业在 GDP中所占比重。我们发现城市类型对城市平
均环境关心没有影响。人均 GDP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点和
西方研究不同: 西方研究发现人均 GDP 和环境关心有显著相关关系，
包括正相关和负相关。令人吃惊的是第一产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与
环境关心有显著的负相关( b = － 0. 08) 。第一产业占 GDP的比重越高
表明所在地方的经济发展越落后，而且第一产业的比重和人均 GDP高
度负相关。从方差的消减比例来看，个人层次的方差基本保持不变，但
城市层次的方差从模型 3 的 1. 69 减少到 1. 38，这说明加入这 3 个宏观
经济变量能解释 18. 3%各个城市之间的平均环境关心的差异。
模型 5 的结果表明，工业废水和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和环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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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没有显著关系。尽管加入 3 个环境指标变量可解释的方差比例基本
和模型 4 一样，但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工业烟尘排放量和环境关心有着
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b = 0. 21) 。从这 3 个环境指标来看，工业烟尘污
染比较容易被公众直接感知，而工业废水和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往往

需要专门的技术来鉴定，不容易为普通民众所感知。这也部分验证了
“客观问题”假设，即环境关心的提高和公众所感知到的客观环境问题
( 比如空气污染) 有着密切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用的三个环境
指标都是和工业生产过程相关的，农业等其他产业的污染和生活污染

并没有考虑在内。

四、研究总结

本文试图通过 CGSS2003 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讨个人
层次的变量和城市层次的变量如何影响环境关心。通过运用多层线性
模型，我们可以分解出个人层次和城市层次各自对居民环境关心的影

响。与我们的预期基本符合，尽管只有 5%的方差可以被城市层次的
变量所解释，但我们依然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初步却很重要的结论。
首先，从个人特征来看，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和以往西方类似的研究

有一定的差别。就个人收入与环境关心的关系而言，与多数西方研究
的结果不同，我们发现环境关心和收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因此假设 1 和
2 得到证实。当然收入越高的人，虽有更多的环境关心，但并不一定代
表他们有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肖晨阳和洪大用( Xiao ＆ Hong，2010)
根据同一数据分析就发现收入对公共环境友好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还
有一点和多数西方研究的发现不同，与假设 3 相反，我们发现男性比女
性有着更多的环境关心。另外，假设 5 并没有得到我们的数据支持，以
往分析常常把个人所在的居住地类型当作个人特征变量，本文把居住

地类型当作城市层次变量，发现居住地类型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就假设 6 而言，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假设无论在

个人层次( 预先分析结果没有在本文列出) 还是在城市层次，在本文中

都没有得到证实，这也表明英格尔哈特关于环境关心的提高是物质主

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化的结果的论断也许只适用于发达国

家，而不一定符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或者还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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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检验。对于假设 7，即“客观问题的假设”，本文所用的 3 个环境
污染指标中，只有一个指标和环境关心有显著关系，因此我们只部分验

证了环境关心的提高和环境问题严重性有一定关系。需要强调的是，
英格尔哈特所说的客观问题指的是当地的环境问题，而我们在分析中

所用的这 3 个环境指标比较宏观，并不能很好地测量公众所在社区面
临的环境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寻找一个更能体现公众所居住社

区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指标，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检验“客观问题”假设。
第三，关于地区富裕程度的假设，分析结果表明所在地区的人均

GDP与环境关心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国民财富对环境关心的提高没有
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财富的提高和环境关心之间并非如我们所预
想的正相关。这一点确实比较难以解释。但考虑到目前西方社会学界
对人均 GDP这一变量对环境关心是起积极还是消极作用的争论，例
如，邓拉普和默提( Dunlap ＆ Mertig，1997) 发现环境关心的多个测量指
标和人均 GDP 负相关，而弗兰真、梅耶和杜洛尔( Franzen ＆ Meyer，
2010; Duroy，2008) 的研究却表明人均 GDP和环境关心有显著正相关，
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未来对这一问题做更细致的分析。另外一个值得思
考的结果是我们发现第一产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和环境关心有着密
切关系，第一产业在 GDP中所占比重越小，所在地区的平均环境关心
得分就越高。第二产业比重和所在地区的平均环境关心没有统计学意
义上的显著关系( 结果显示在预先分析中，没有在本文列出) 。三大产
业结构比重和所在地区的发达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大体上，一个地区
的工业化程度越高，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可能越严重，因此可能更能激发

公众的环境关心。至于这一发现是否意味着产业结构比例这一指标比
人均 GDP能更好地预测环境关心值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个人的环境关心不仅随着个人的社会、经

济特征而变化，而且也和个体所在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程度相

关。这一发现不仅对环境关心的建构和测量以及提高公众的环境关心
水平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对提高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具体政

策设计也有一定的现实借鉴价值。个人环境关心是个人层面因素与社
会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个人因素很重要，但社会层面的因素

也不可忽视。我们的研究表明: 一方面，工业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变
革，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变化和衰退可以激发公众的环境关心，这在很

大程度上符合前文所述的“客观问题假设”。但是，这里的“客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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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必须是能被公众直接感知和体验的问题。如果客观环境问题超越
了个人的直接体验和认知，就不一定会直接促进公众的环境关心了。
在此情况下，只有那些经验丰富、并有更多机会了解、认识环境问题的
人才能萌生更强的环境关心。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富
裕，似乎并不必然地促进公众的环境关心，如果没有相伴随的环境问题

( 特别是公众可以直接感知的问题) ，以及政府和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

视、宣传和制度化的推进，恐怕更是如此。在此意义上来说，环境社会
学的建构主义理论( Hannigan，1995) 可能对于促进公众关注环境问题
和环境保护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在环境危机日益明显，但相当多的人
又不能直接体验、认知并自觉萌生环境关心的情况下，我们倡导利用有
效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技术，以促进公众关注环境、保护环境，应该是非
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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